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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在歷屆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的 
閱讀表現對中文科課程和教學的啟示 

劉潔玲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本文主要從香港學生在歷屆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閱讀評估結果， 

分析十年來香港學生閱讀素養的強弱項和相關的個人及教學因素。PISA 的數據顯示，

香港學生在歷屆閱讀測試都表現良好，自 PISA 2006 開始更有明顯進步，學生表現最

出色的是反思與評價，進步幅度最大的則是綜合與理解，他們閱讀連續文本的表現比

非連續文本出色。從影響因素的角度看，香港學生有良好的閱讀動機，但在策略運用

和後設認知方面，表現卻不理想；學生普遍滿意課堂秩序，亦有很多傳統文學閱讀和

解釋文本的活動，但他們認為教師的激勵和支持不足，而且甚少有機會學習和閱讀 

非連續文本。本文從傳統的文化因素和近年香港的課程改革兩個角度分析，指出 PISA

的結果肯定了儒家文化和傳統閱讀教學模式對學生學習有正面作用，而課程改革後 

中文科加強了能力培訓和對課外閱讀的重視，有助進一步提升學生的閱讀表現。然而，

PISA 的結果同時反映出香港一直忽略了策略教學和非文學作品的閱讀教學，而且教學

模式仍偏重教師主導，不利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亦未有特別照顧男生以及能力

最高和最弱學生在閱讀能力發展的需要。本文就以上幾點不足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

以期香港的語文教育工作者思考如何進一步提升學生的閱讀素養。 

關鍵詞：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閱讀素養；中文科課程；閱讀教學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下稱 

PISA）是一項大型的國際比較研究項目，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下稱 OECD）主辦，自 2000 年開始每三年 

舉行一次，評估項目包括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個學科領域，每次以其中一個領域為 

主要測量項目，目的是測量各地 15 歲學生在完成基礎教育後所獲得的知識和能力水平

能否達到參與社會的要求（OECD, 2013），所得的數據有助各參與國家或地區檢視 

當地的教育成效。PISA 至今已舉辦了五屆測試，最新一屆 PISA 2012 參與的國家及 

地區多達 6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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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 2002 年開始參與 PISA 的第一屆測試，
1
是第一個參與 PISA 計劃的華人 

地區，亦是唯一一個華人地區曾參與了五屆 PISA 計劃，其後澳門、台灣和上海三個 

華人地區先後加入了之後數屆的 PISA 計劃。從 PISA 2000+ 到 PISA 2012 剛好十年，

這十年間香港經歷了大規模的課程改革。課程改革強調要從傳統以教師主導和知識 

灌輸為主的教學模式，轉變為以學生為本，訓練學生掌握「學會學習」的能力，以 

培養更具靈活性和自學能力的人才（課程發展議會，2001b）。為了配合整體課程改革，

香港的中國語文科亦由 2002 年開始在中一級逐年實行新修訂課程，新修訂課程在閱讀

教學和評核的重點和模式都作出了頗大改變（課程發展議會，2001a，2007；課程發展

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香港參加 PISA 的 15 歲學生大多就讀中四級，由

此推算，首兩屆 PISA 測試（即 PISA 2000+ 及 PISA 2003）舉辦時參與的學生仍在 

舊課程之下接受教育，到了最近三屆（即 PISA 2006、PISA 2009 及 PISA 2012）參與

的大部分學生都是在新課程之下學習和成長。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分析香港學生在 

歷屆 PISA 的閱讀評估結果，特別是 PISA 2000+ 及 PISA 2009 兩屆以閱讀為主要評估

科目的結果，從傳統文化因素和近年課程改革的轉變兩個角度分析學生的閱讀表現，

從而反思有關的結果對香港中文科的閱讀教學有何啟示。 

PISA 的閱讀評估架構及對閱讀相關因素的測量 

閱讀是 PISA 最先建立完整評估架構的學科，PISA 2009 在 PISA 2000 的基礎上 

進一步完善已有的評估架構。PISA 2009 將閱讀素養界定為：「對文本內容的理解、 

運用、反思及參與，以實現個人目標、增進知識、發展潛能，並投身社會」（OECD, 2009, 

p. 23），這定義跟 PISA 2000 的大致相同，但加入了「參與」（engagement）一詞，以

突顯動機跟認知能力同樣是構成閱讀素養的重要元素。PISA 自 2000 年已建立了包含

閱讀的角度／歷程（aspect/process）、文本（text）和情境（situation）三個維度的評

估架構，PISA 2009 仍沿用此架構，並配合時代演變，更新了部分維度的內涵和分類： 

 閱讀的歷程─配合認知理論對閱讀歷程的研究（Rumelhart, 1994; F. Smith,  

2004; van Dijk & Kintsch, 1983），PISA 將閱讀分為提取與檢索（access and  

retrieve）、綜合與理解（integrate and interpret）、反思與評價（reflect and evaluate）

三個層次，分別從最基本的擷取資料和表面訊息，到歸納文本重點和闡釋深層 

意思，以至結合個人生活經驗和見解對文本內容和形式作出評價、反思和應用，

全面測量學生的閱讀能力。 

 閱讀的文本─ PISA 特別着重閱讀能力在應付日常生活需要和投身社會工作的

重要性（Cunningham & Stanovich, 1997; M. C. Smith, Mikulecky, Kibby, Dreher, & 

Dole, 2000），評估架構中的文本類型亦按學生在生活情境中會接觸到的文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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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隨着社會發展需要，PISA 2009 對閱讀文本的劃分比 PISA 2000 更為細緻，

分別從文本的媒體（medium）、格式（format）和類型（text type）三方面分類。

在文本媒體方面，PISA 2009 分別測試了學生在印刷和電子文本的閱讀表現；由於

篇幅所限，本文只針對印刷文本的結果分析。在文本格式方面，除了由 PISA 2000

已開始劃分的連續文本（continuing texts）和非連續文本（non-continuing texts）之

外，還加入了混合文本（mixed texts）和多元文本（multiple texts），前者是指 

同一篇閱讀材料內包含了連續和非連續文本，後者則指因應某些特定目的需同時

閱讀多篇獨立文本。最後，在不同格式的文本之下，再細分記敘、說明、描寫、

議論和指示等不同的文本體裁。 

 閱讀情境─基於 PISA 重視閱讀在實際生活的應用，除了文本類型之外， 

自 PISA 2000 開始，亦將所有測量的文本按現實生活的不同閱讀目的和情境分為

個人、公共、職業和教育四類，此分類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以測驗的形式測量學生的閱讀表現之外，在 PISA 2000 及 PISA 2009 以閱讀

為主要測量學科時，OECD 還以問卷調查了解影響學生閱讀素養的因素，例如學生的

閱讀習慣、動機、策略運用以及家庭、學校和課堂環境等，對象包括學生、學校校長

和家長，藉此為各參與國家或地區提供全面數據，以探討進一步改善學生閱讀素養的

方向。為了方便比較不同國家或地區在問卷各項主要測量變項的結果，OECD 為每個

測量變項訂出以 0 為平均分，以 1 為標準差的平均指標（mean index），指標的數值 

高於 0 表示該國家或地區在該變項的得分高於 OECD 的平均水平。 

由於問卷涉及的題目非常多，限於篇幅，本文只選取學生和課堂教學兩類因素 

作分析。在學生個人因素方面，根據近年西方學者提出的自主學習理論（self-regulated 

learning theory）和閱讀參與模型（engagement model of reading），本文選取了學生 

問卷中的閱讀參與（reading engagement）、策略運用（use of strategy）和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三個項目的指標。自主學習理論強調學習是個主動的歷程，學習者

需要有意識設訂目標，靈活監控其動機、策略運用和行為，以有效達到學習的成果 

（Paris & Paris, 2001; Pintrich, 2000; Pintrich & Zusho, 2002）。閱讀參與模型則主要 

針對閱讀範疇的研究，主張成功的閱讀者需要具備良好的閱讀信心和動機，並能因應

個人的閱讀目的有效調控已有的知識和策略（Guthrie & Wigfield, 2000）。以往不少 

建基於這兩個理論的中、西方實證研究均證實動機、策略和後設認知是影響閱讀表現

的重要因素，優秀閱讀者往往有較高的閱讀動機（Guthrie, Wigfield, & Vonsecker, 2000; 

Lau & Chan, 2003; Shell, Colvin, & Bruning, 1995; Wang & Guthrie, 2004; Wigfield, 

1997），認識更多有效的閱讀策略，並能靈活因應不同情境應用不同策略（Baker, 2008; 

Dole, Brown, & Trathen, 1996; Hilden & Pressley, 2007; Lau & Chan, 2003; Paris, Lipson, 

& Wixs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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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中、西方的研究均顯示，學生的自主學習和閱讀參與度跟他們的學習環境

有密切關係，例如多元化和生活化的課業、策略教學、教師和同儕支持、適量的自由

度和學生參與評估等，均對促進學生的閱讀動機、策略運用和後設認知有正面作用

（Housand & Reis, 2008; Lau, 2012; Law, Chan, & Sachs, 2008; Lombaerts, Engels, & van 

Braak, 2009; Perry, 1998; Pintrich, Roeser, & De Groot, 1994; Pintrich & Zusho, 2002; 

Turner, 1995; L. J. Zhang & Wu, 2009）。因此，本文選取了 PISA 2009 學生問卷中測量

學生對閱讀課觀感的三項指標：秩序氣氛（disciplinary climate）、教師激勵閱讀參與

（teacher stimulation for engagement）和教師對結構和鷹架策略的運用（teachers’ use of 

structuring and scaffolding strategies），以及「為學習而閱讀」中的三項閱讀活動指標，

即傳統文學閱讀活動、解釋文本和閱讀含有非連續文本，分析課堂學習環境跟香港 

學生閱讀表現的關係。 

香港學生在歷屆 PISA 閱讀測試的表現 

學生的整體閱讀表現 

為了方便國際比較，PISA 報告中的成績均會轉換為標準分數，OECD 在第一屆

PISA 測試將標準分數的平均分設定為 500，標準誤為 100。從表一可見，香港學生在

歷屆 PISA 的閱讀素養總分均遠高於 OECD 的國際平均分，一直位列國際前十名， 

反映他們的閱讀能力甚佳。香港學生在 PISA 2012 的閱讀表現是歷屆中最好的，總分

為 545，國際排名第 2，較以往幾屆有顯著進步。綜觀香港學生在歷屆 PISA 的閱讀 

表現，他們最近三屆（即 PISA 2012、2009 與 2006）的成績較最初兩屆（即 PISA 2000+

和 2003）更為優勝。 

表一：比較香港學生在歷屆 PISA 閱讀評估的總分 

 
平均分 SE 排名 PISA 2012 與歷屆的差異 

PISA 2012 545 2.8 2 — 

PISA 2009 533 2.1 4 12** 

PISA 2006 536 2.4 3 9* 

PISA 2003 510 3.7 10 35*** 

PISA 2000+ 525 2.9 6 20***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不同能力學生的閱讀表現 

表二列出在歷屆 PISA 測試中屬於不同百分位數的香港學生所得的平均分；與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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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屆 PISA 比較，香港所有成績水平的學生在 PISA 2012 都有顯著進步，但跟最近兩屆

PISA 比較，成績最低 5 至 25 百分位數學生大多未有顯著進步，反映出香港學生在 

近年 PISA 的進步主要來自中高水平的學生。表三則從不同等級的人數比例比較香港 

不同能力學生在歷屆 PISA 測試的表現；最初兩屆 PISA 佔人數比例最多的是第三等，

但自 PISA 2006 後，佔人數比例最多的是第四等，PISA 2012 在第六等的人數比例更比

PISA 2009 有顯著上升，反映出近年香港中上水平的學生人數有上升趨勢。不過，跟

OECD的國際水平比較，歷屆香港最高等級的學生人數比例都跟OECD沒有顯著差異，

而且從表四可見，香港雖然在總分的排名比新加坡和日本為高，但在第六等級的學生

比例卻少於這兩個國家，反映出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香港在尖子學生的數量上未有

明顯優勢。綜合來說，雖然香港學生整體表現理想，但能力最弱學生的進步不大，而

能力最高學生的比例則不足。 

表二：比較歷屆 PISA 不同百分位數的香港學生在閱讀測驗的平均分 

百分 

位數 

PISA 2000+ PISA 2003 PISA 2006 PISA 2009 PISA 2012 PISA 2012 與歷屆的差異 

M SE M SE M SE M SE M SE 2000+ 2003 2006 2009 

5th 369 9.1 355 9.9 390 6.2 380 5.5 391 6.4 22* 36** 1 11 

10th 413 7.3 397 6.7 426 5.8 418 4.5 430 5.4 17 33*** 4 12 

25th 477 3.8 461 5.1 484 3.7 482 3.0 493 4.4 16** 32*** 9 11* 

50th 535 2.9 519 3.6 543 2.7 541 2.3 552 3.2 18*** 33*** 9* 11** 

75th 584 2.7 569 2.8 594 2.4 592 2.5 604 3.0 20*** 35*** 10** 13** 

90th 624 2.9 608 2.9 636 2.9 634 2.9 648 3.4 24*** 40*** 12** 13** 

95th 646 3.9 630 3.0 660 2.7 659 3.1 672 4.1 26*** 43*** 12* 14**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誤差因四捨五入所致。 

表三：比較歷屆 PISA 香港學生在不同閱讀能力等級的人數比例 

等級 

OECD  

PISA  

2012 

香港 差異 

PISA  

2012 

PISA  

2009 

PISA  

2006 

PISA  

2003 

PISA  

2000+ 

香港 – OECD 

(PISA 2012) 

香港 PISA 2012 與歷屆的差異 

2009 2006 2003 2000+ 

6 1.1% 1.9% 1.2% — — — 0.7% 0.7%* — — — 

5 7.3% 14.9% 11.2% 12.8% 5.7% 9.5% 7.6%*** 3.7% 2.1% 9.2% 5.4% 

4 21.0% 32.9% 31.8% 32.0% 27.1% 31.3% 11.9%*** 1.1% 0.9% 5.8% 1.6% 

3 29.1% 29.2% 31.4% 31.5% 35.1% 33.1% 0.1% –2.2% –2.3% –5.9% –3.9% 

2 23.5% 14.3% 16.1% 16.5% 20.0% 17.1% –9.2%*** –1.8% –2.2% –5.7% –2.8% 

1a/1 12.3% 5.3% 6.6% 5.9% 8.6% 6.5% –7.0%*** –1.3% –0.6% –3.3% –1.2% 

1b/低於 1 4.4% 1.3% 1.5% 1.3% 3.4% 2.6% –3.1%*** –0.2% 0.0% –2.1% –1.3% 

低於 1b 1.3% 0.2% 0.2% — — — –1.1%*** 0.0% — — — 

註： 1. OECD 按學生的閱讀表現將他們劃分為不同等級，等級愈高代表閱讀表現愈好。PISA 2000 至 2006 均是將學生 

劃分為低於一等至五等，自 PISA 2009 開始將等級擴闊，增加了第六等及將第一等分為 1a 和 1b 兩個等級。 

 2. 誤差因四捨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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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PISA 2012 前十名國家／地區在不同等級的人數比例 

國家／地區 排名 平均分 
第 2 等 

% 

第 3 等 

% 

第 4 等 

% 

第 5 等 

% 

第 6 等 

% 

中國上海 1 570 11.0 25.3 35.7 21.3 3.8 

中國香港 2 545 14.3 29.2 32.9 14.9 1.9 

新加坡 3 542 16.7 25.4 26.8 16.2 5.0 

日本 4 538 16.6 26.7 28.4 14.6 3.9 

南韓 5 536 16.4 30.8 31.0 12.6 1.6 

芬蘭 6 524 19.1 29.3 26.8 11.3 2.2 

愛爾蘭 7 523 19.6 33.4 26.0 10.1 1.3 

中華台北 8 523 18.1 29.9 28.7 10.4 1.4 

加拿大 9 523 19.4 31.0 25.8 10.8 2.1 

荷蘭 10 518 21.4 32.0 26.0 8.6 1.4 

學生在不同閱讀歷程和文本的表現 

PISA 會在以閱讀為主要測量科目時提供五個閱讀分項的標準分數，表五列出了

PISA 2009 前十名國家或地區在三個閱讀歷程和兩個文本類型分項的標準分數。香港 

學生在檢索和理解過程的得分均為 530，在各地區中排名第四；在反思過程的得分是

540，排名第三。由此反映香港學生在各個閱讀過程的表現都相當理想，其中又以反思

與評價能力最出色。表六比較了香港學生在 PISA 2000+ 和 PISA 2009 三個閱讀歷程的

標準分數，雖然 PISA 2009 各個閱讀歷程的分數都比 PISA 2000+ 為高，但只有綜合與

理解的分數差異達顯著水平，反映出香港學生進步最大的是理解過程的能力。 

表五：PISA2009 前十名國家／地區在不同閱讀歷程題目和文本類型的標準分數 

國家／地區 排名 總分 
閱讀歷程 文本類型 

提取與檢索 綜合與理解 反思與評價 連續文本 非連續文本 

中國上海 1 556 549 558 557 564 539 

南韓 2 539 542 541 542 538 542 

芬蘭 3 536 532 538 536 535 535 

中國香港 4 533 530 530 540 538 522 

新加坡 5 526 526 525 529 522 539 

加拿大 6 524 517 522 535 524 527 

新西蘭 7 521 521 517 531 518 532 

日本 8 520 530 520 521 520 518 

澳洲 9 515 513 513 523 513 524 

荷蘭 10 508 519 504 510 506 514 

中華台北* 23 495 496 499 493 496 500 

中國澳門* 28 487 493 488 481 488 481 

* 附台北及澳門的數據以便分析各華人地區學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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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比較香港學生在 PISA 2000+和 PISA 2009 不同閱讀歷程的標準分數 

閱讀歷程 
PISA 2009 PISA 2000+ 差異 

標準分 SE 標準分 SE 2009–2000+ SE 

提取與檢索 530 2.7 522 3.2 8 4.2 

綜合與理解 530 2.2 522 2.8 8* 3.6 

反思與評價 540 2.5 538 3.2 2 4.0 

* p < .05 

 

OECD 在 PISA 2009 首次公布了各地學生在連續文本和非連續文本的標準分數。

從表五可見，香港學生在連續文本的分數為 538，只排在上海之後，但在非連續文本

的表現則較為遜色，分數為 522，排名在 7 個國家或地區之後，反映出香港學生閱讀

連續文本的能力較閱讀非連續文本為佳，這情況跟上海相似。雖然上海學生在閱讀 

總分和連續文本的分數遠遠拋離其他地區，但在非連續文本的分數卻給排名較低的 

南韓超越，並跟排名較低的新加坡同分。由於 OECD 在 PISA 2000 時並無公布不同 

文本類型的標準分數，而且更改了文本類型的分類方法，因此未能直接比較香港學生

在 PISA 2000+ 和 PISA 2009 閱讀不同類型文本的能力是否有顯著進步。另外，雖然

PISA 的閱讀評估架構還將不同文本劃分為四個不同的閱讀情境，但 OECD 並無公布 

閱讀情境的標準分數，基於未有準確數據，本文不會就此維度作分析。 

不同性別學生的閱讀表現 

表七列出了香港男、女學生在歷屆 PISA 閱讀測試的標準分數。香港女生的閱讀 

表現一直明顯比男生優勝，雖然香港學生的性別差異略低於 OECD 的國際水平，但多

年來沒有明顯改善，只在最新一屆的 PISA 2012 略為下降，但差距仍有 25 分。表八 

比較了香港男、女學生在 PISA 2009 不同閱讀歷程和文本的標準分數，從中可以看到

女生的各個分數都比男生顯著為高，差異最大的是反思與評價和連續文本。 

表七：比較香港不同性別學生在歷屆 PISA 閱讀測試的總分 

PISA 的屆別 
男生 女生 差異 

標準分 SE 標準分 SE 男生 –女生 SE 

PISA 2000+ 518 4.8 533 3.6 –16** 6.1 

PISA 2003 494 5.3 525 3.5 –32*** 5.5 

PISA 2006 520 3.5 551 3.0 –31*** 4.5 

PISA 2009 518 3.3 550 2.8 –33*** 4.4 

PISA 2012 533 3.8 558 3.3 –25*** 4.7 

OECD 2012 478 0.6 515 0.5 –38*** 0.6 

** p < .01; *** p < .001 

註：誤差因四捨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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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比較香港不同性別學生在 PISA 2009 不同閱讀歷程和文本類型的標準分數 

 全部學生 男生 女生 差異 

 標準分 SE 標準分 SE 標準分 SE 男生 –女生 SE 

提取與檢索 530 2.7 516 4.1 544 3.2 –28*** 4.8 
綜合與理解 530 2.2 516 3.6 546 3.0 –30*** 4.8 
反思與評價 540 2.5 520 3.7 562 3.2 –42*** 4.8 
連續文本 538 2.3 520 3.5 559 3.0 –38*** 4.5 
非連續文本 522 2.3 510 3.3 536 3.1 –26*** 4.4 

*** p < .001。 
註：誤差因四捨五入所致。 

與香港學生閱讀表現相關的個人和課堂因素 

因為 PISA 2000+ 和 PISA 2009 以閱讀為主要測量科目，因此學生問卷特別加入了

跟閱讀有關的題目。以下部分的分析主要以 PISA 2009 學生問卷的結果為主，如 PISA 

2000+ 的問卷有相關的項目則會輔以該年的結果作比較。 

閱讀參與 

PISA 2009 學生問卷中的「閱讀參與」項目主要是針對學生的閱讀習慣和動機進行

測量，共包含五項指標：為樂趣而閱讀的時間、為學習而閱讀、閱讀樂趣、閱讀材料

的多元性以及網上閱讀活動的多元性，其中「為學習而閱讀」一項跟課堂教學關係 

較大，會放在該部分分析。 

比較 PISA 2000+ 和 PISA 2009 的結果，香港學生為樂趣而閱讀的時間明顯上升 

（見圖一），香港學生的閱讀興趣指標亦由 PISA 2000+ 的 0.07 上升到 PISA 2009 的

0.32（見表九），反映出近年香港學生的閱讀動機明顯改善。從表九可見，包括香港

在內，多個東亞國家或地區的閱讀興趣指標都頗為理想，反映出這些地區的學生都有

較正面的閱讀動機。香港學生在 PISA 2009 的閱讀多元性指標為 0.46，雖然數字略為

下降，但在 PISA 2009 前十名國家或地區之中仍排名第二，反映出香港學生的閱讀 

類型頗為多元化。圖二列出了香港學生在兩屆 PISA 閱讀不同類型材料的人數，從中 

可見香港學生在閱讀小說和報紙的人數比例增加了，相反閱讀雜誌和漫畫的人數比例

則減少了；之後的跟進分析顯示，閱讀小說和報紙的學生一般比閱讀漫畫和雜誌的 

學生有更高的閱讀分數，由此反映香港學生在閱讀類型的變化對促進他們的閱讀能力

有正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閱讀非小說書籍跟學生的閱讀成績有正面關係，但

香港閱讀這類書籍的學生比例不高，而且多年來都沒有改善。網上閱讀是 PISA 2009

新加入的測量項目，香港學生的網上閱讀指標為 0.38，在前十名國家及地區中得分最

高，反映出學生經常進行不同類型的網上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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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香港學生在 PISA 2000+和 PISA 2009 不同閱讀時間的人數比例 

 

 

 

 

 

 

 

 

 

 

圖二：香港學生在 PISA 2000+和 PISA 2009 閱讀不同類型材料的人數比例 

 

 

 

 

 

 

 

 

 

 

策略運用和後設認知 

PISA 2009 學生問卷中的「學習取向」項目主要是針對學生的策略運用和後設認知

進行測量，前者包含三類策略：記憶（memorization）、引申（elaboration）和控制 

（control），題目的設計是測量學生在學習時是否經常採用以上三類策略；後設認知

的測量則特別針對閱讀的過程，包括理解和記憶（understanding and remembering）以

及摘要（summarizing）兩項指標，題目的設計是測量學生能否判別出各類策略對促進

這兩個閱讀過程的有效程度。 

香港學生在 PISA 2009 三項策略運用的指標都比 PISA 2000+ 上升了（見表九），

其中記憶指標的得分是前十名國家或地區之中最高的，但除了記憶策略指標為正數之

外，其餘兩項策略仍低於國際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和其他東亞地區的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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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PISA 2009 前十名國家／地區在閱讀參與、策略運用和後設認知指標的平均分 

國家／地區 
策略運用 後設認知 閱讀參與 

記憶策略 引申策略 控制策略 理解和記憶 摘要 閱讀興趣 閱讀多元性 網上閱讀 

中國上海 –.07 .16 –.28 .14 .06 .57 .43 –.35 

南韓 .08 .08 –.27 .03 .04 .13 .01 –.21 

芬蘭 –.25 –.15 –.34 .03 .00 .05 .45 –.04 

新加坡 .06 .24 .30 .05 .17 .29 .53 .13 
加拿大 –.02 –.21 .10 –.03 .02 .13 –.11 –.04 

新西蘭 –.25 –.06 .17 –.04 –.14 .13 .05 –.29 

日本 –.70 –.74 –.55 .12 –.01 .20 .38 –.49 

澳洲 –.06 –.14 .06 .02 –.09 .00 –.12 –.08 

荷蘭 –.25 –.20 –.11 .10 –.14 –.32 –.32 .09 

中國香港         

PISA 2009 .13 .00 –.14 –.20 –.53 .32 .46 .38 
PISA 2000+ .07 –.21 –.28 — — .07 .62 — 

中華台北* –.31 .12 –.39 –.13 –.40 .39 .49 –.19 

中國澳門* –.16 –.09 –.53 –.10 –.28 .08 .17 –.02 

* 附台北及澳門的數據以便分析各華人地區學生的表現。 

 

指標亦甚低，反映出東亞學生多不善於運用控制策略靈活調控學習的過程。至於後設

認知能力方面，香港學生在兩項指標均為負數，而且是前十名國家或地區中最低的。

綜合以上結果，反映出香港學生在策略知識和運用上均未如理想。 

不同性別學生在個人因素的差異 

表十比較了男、女學生在問卷各項個人因素指標的分數，
2
在閱讀參與的三項指標

之中，女生比男生明顯有較高的閱讀興趣，男生則比女生較多進行網上閱讀活動，而

男、女學生在閱讀材料的多元性上則沒有顯著差異。在策略運用和後設認知的指標之

中，女生比男生較多採用記憶和控制策略，女生在兩項後設認知能力的指標亦明顯 

高於男生，男生則比女生較多採取引申策略。 

表十：比較香港不同性別學生在 PISA 2009 學生問卷各項個人因素的平均指標 

問卷指標 
男生 女生 差異 

平均指標 SE 平均指標 SE 男生 –女生 SE 

閱讀樂趣 0.16 0.02 0.51 0.02 –0.35*** 0.02 

閱讀多元性 0.45 0.03 0.48 0.02 –0.03 0.03 

網上閱讀 0.42 0.03 0.33 0.02 0.10** 0.03 

記憶策略 0.06 0.02 0.21 0.02 –0.15*** 0.03 
引申策略 0.08 0.02 –0.09 0.02 0.17*** 0.03 

控制策略 –0.17 0.03 –0.11 0.03 –0.06* 0.04 

理解和記憶 –0.33 0.03 –0.06 0.03 –0.27*** 0.03 

摘要 –0.63 0.03 –0.41 0.03 –0.22*** 0.04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誤差因四捨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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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課堂和閱讀教學的觀感 

PISA 2009「為學習而閱讀」的測量項目中有幾項指標是測量學生在課堂上或以 

家課而進行的閱讀活動，從表十一可見，香港學生分數最高的指標是傳統的文學閱讀

活動，其次是解釋文本，最低是閱讀含有非連續文本的閱讀材料。至於三項閱讀課堂

環境觀感的指標，則只有秩序氣氛的平均指標為正數，而且分數甚高，但其他兩項 

課堂觀感的平均指標均為負數。值得注意的是，從表十一可見其他三個華人地區在 

各項閱讀教學的相關指標都有相似的情況，反映出華人地區的中文科仍是以傳統的 

文學閱讀教學為主，較忽略非連續文本的閱讀教學，在進行課堂教學時，教師偏重 

維持良好秩序，但卻忽略了鼓勵和支持學生主動參與課堂。由於這幾項指標都是 PISA 

2009 新加入的，因此未能跟 PISA 2000+ 的結果作比較。 

表十一：PISA 2009 前十名國家／地區在閱讀課堂觀感和閱讀活動指標的平均分 

國家／地區 秩序氣氛 
教師激勵 

閱讀參與 

教師對結構

和鷹架策略

的運用 

解釋文本 
文學閱讀 

活動 

閱讀非連續

文本 

中國上海 .45 .14 –.12 .35 .70 –.34 

南韓 .38 –.43 –.63 –.51 –.02 –.30 

芬蘭 –.29 –.33 –.23 –.44 –.22 0 

新加坡 .12 –.04 .25 .20 –.29 .57 

加拿大 –.08 .23 .43 .15 –.16 .41 

新西蘭 –.12 .12 .33 .04 –.39 .21 

日本 .75 –.13 –.51 –.21 –.15 –.40 

澳洲 –.07 .13 .22 .15 –.04 .33 

荷蘭 –.28 –.38 –.23 –.15 –.43 .18 

中國香港 .37 –.03 –.18 .23 .39 –.15 

中華台北* .09 –.04 –.05 –.04 .45 .05 

中國澳門* .11 –.23 –.50 –.04 .80 –.17 
* 附台北及澳門的數據以便分析各華人地區學生的表現。 

學生的個人因素和課堂觀感與閱讀表現的關係 

表十二列出了學生問卷內各項指標之間的相關系數，從中可以看到各項跟課堂 

教學有關的指標之中，以秩序氣氛跟各項學生學習指標的關係最弱，而其他各項指標

則跟學生的閱讀動機、策略運用或後設認知能力有不同程度的正相關。其中傳統的 

文學閱讀活動和解釋文本跟閱讀樂趣的關係最為密切，而教師激勵、鷹架策略和各類

閱讀活動都有助促進學生的策略運用。至於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則跟各項課堂教學

指標的關係都不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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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列出了以迴歸分析計算各項學生和課堂教學指標對香港學生在 PISA 2009 

閱讀測驗得分的解釋能力。研究結果顯示，閱讀樂趣是對學生閱讀表現最具解釋力的

指標，而且遠高於其他指標，反映出閱讀樂趣是促進香港學生閱讀能力最重要的因素，

相反其他兩項閱讀參與的指標則跟學生的閱讀表現關係不大。其次是控制策略和兩項

後設認知能力，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閱讀策略的認識和靈活操控閱讀的過程有助他們

改善閱讀能力，香港學生得分最高的記憶策略則對閱讀表現只有微弱的正面作用。在

課堂教學方面，教師多在課堂內外要求學生解釋文本跟學生的閱讀表現關係最為密切，

而秩序氣氛、傳統的文學閱讀活動和使用非連續文本都對學生的閱讀表現有正面幫助，

相對來說，教師激勵和鷹架策略跟學生的閱讀表現只有微弱關係。 

圖三：PISA 2009 學生問卷內各項個人和課堂因素指標對香港學生閱讀測驗分數的相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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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香港學生在歷屆 PISA 閱讀測試都有良好表現，特別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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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是排名較高的國家或地區，最低水平的學生在近年的進步則甚少，而且男生 

表現遠低於女生的問題多年來都沒有很大的改善。 

PISA 的學生問卷結果有助探討影響學生閱讀表現的因素。綜合而言，香港學生有

良好的閱讀動機，他們近年的閱讀時間和興趣都有所提升，而閱讀樂趣正是促進香港

學生閱讀能力最重要的因素。不過，香港學生在策略運用和後設認知方面的表現卻 

不太理想，雖然跟 PISA 2000+ 的結果比較，他們已增加了各類學習策略的使用量，但

跟其他國家比較，香港學生採用得較多的只是記憶策略，他們在控制策略和兩項後設

認知的平均指標都低於國際水平，反映香港學生對閱讀策略的認識和使用仍未理想。

在閱讀教學方面，香港學生普遍滿意課堂的秩序，而且學生經常需要進行文學閱讀和

解釋文本的活動，這些都對學生的閱讀表現有正面的作用，但香港教師對學生的激勵

和支持不足，學生亦甚少有機會閱讀非連續文本。此外，比較男、女生在問卷調查的

結果發現，男生在閱讀樂趣、控制策略和後設認知這幾項跟閱讀表現有密切關係的 

指標都顯著低於女生，這可能是導致男生閱讀表現遜於女生的原因。 

正如前述，香港自 PISA 2000+ 到 PISA 2012 剛好經歷了十年時間，PISA 的研究

結果有助我們檢視現行的課程和教學在經過多年課程改革後的成效。以下會從正、反

兩方面分析香港學生的閱讀素養和相關因素，討論 PISA 的研究結果對香港中文科的 

課程和閱讀教學有何具體的啟示。 

歷屆 PISA 的結果對現行中文科課程與教學的肯定 

香港學生在歷屆 PISA 閱讀測試的優秀表現，可以從傳統的文化因素和近年的 

課程改革兩個角度理解。香港自首屆 PISA 開始已參加計劃，閱讀分數一直在前十名之

內，近年多個東亞和華人地區陸續加入 PISA 計劃，2012 年最新一屆的 PISA 閱讀評估

結果顯示，表現最好的分別是上海、香港、新加坡、日本和南韓，前五名全由東亞區

的國家或地區包辦。近年東亞和華人地區學生在多個大型國際評估中的出色表現引起

了國際關注，其中不少學者提到傳統儒家文化對促進學生學習的正面作用（Lee, 2014; 

Morrison, 2006; OECD, 2011; M. Zhang & Kong, 2012）。由於儒家文化重視教育，並 

強調努力是達至學習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一般華人學生的學習態度都十分認真，

比西方學生有較佳的學習動機（Rogers, 1998; Stevenson, 1993）；而且在儒家尊師重道

的思想影響之下，華人課堂一般都有良好秩序（D. Y. F. Ho, 1994; D. Y. F. Ho, Peng, & 

Chan, 2001），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香港和其他華人地區在 PISA 2009 問卷

有關閱讀參與和課堂秩序的指標都很理想，跟學者對華人學生和課堂的看法一致，而

這幾項指標都跟學生的閱讀表現有正面關係，反映出儒家文化的優良傳統在現今華人

社會仍然對學生的學習起着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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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儒家文化重視知識承傳的影響，中國傳統學校教育一向以教授經典為主，時至

今日華人地區的語文教學仍然特別重視知識的傳授。香港在課程改革前中文科的閱讀

教學多選經典文學作品為範文，教師往往會詳細講解每篇課文的字詞、內容和寫作 

手法（何文勝，1999；黃顯華，2000；Tse et al., 1995）。雖然課程改革後取消了指定

範文，但教科書選編經典文學作品為課文的比例仍然頗高。根據一些學者對香港中文

科新課程實施的研究顯示，課程改革後課文講解仍是很多中文科教師進行閱讀教學 

時的主要內容（黃顯華，2005；劉潔玲，2007；譚彩鳳，2006），香港在 PISA 2009

問卷的文學閱讀和文本解釋指標均較高，跟這些研究的結果吻合，反映出現今香港的

中文科閱讀教學仍然普遍保留了傳統範文教學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在推行 

課程改革時，不同的學者和教師曾經就舊課程以範文為主導的教學模式有過爭議， 

PISA 2009 的研究結果顯示，文學閱讀和文本解釋兩個指標跟學生的閱讀成績有顯著 

的正面關係，反映出傳統範文教學有助促進學生的閱讀能力發展。事實上，香港中文

科取消了指定範文至今超過十年，教育局在新學制檢討後，建議在 2016 或 2017 年 

重新加入經典文言作品為指定範文（教育局，2014），正是肯定了深入閱讀經典文學

作品對培養語文能力的正面作用。 

除了傳統因素之外，課程改革對香港學生閱讀能力的發展亦有重要的影響。香港

學生在歷屆 PISA 閱讀評估的成績均不錯，而最近三屆的得分比第一、二屆有明顯進 

步，分界線剛好在 PISA 2006，即課程改革後大部分接受新課程教育的 15 歲香港學生

開始參加的那一屆 PISA。由此推斷，香港的課程改革跟學生在閱讀表現的明顯進步有

密切關係。香港自 2002 年開始進行課程改革，中文科閱讀教學的理念、教學內容、 

教材和評估等方面都出現了重大和根本的變化。新課程取消了指定範文，強調閱讀 

教學要以「能力為主導」，課程文件將閱讀能力細分為認讀文字、理解、分析和綜合、

感受和評鑑、探究和創新等多個不同的能力層次（課程發展議會，2007，頁 5–6），

跟 PISA 將閱讀歷程分為檢索、理解、反思和評價的做法相近。為了配合課程改革的 

理念，中文科公開考試的閱讀卷亦由以往以考核指定範文為主，改為全卷只考課外 

篇章（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除了以往經常考核的複述、理解

和寫作技巧的題目之外，還加入了考核深層理解、評價、應用和創意等類型的題目，

特別是評價和創意題目改變了多年來香港中文科公開考試設有標準答案的做法，給 

學生較大發揮空間。課程及公開考試的改變令學生不能再依賴背誦課文及標準答案以

應付學習和考試的需要，為了培養學生掌握有效理解篇章的能力，現時香港大部分 

學校都以單元教學取代以往的單篇課文教學，教師較從前更有意識按單元重點幫助 

學生掌握閱讀不同類型文章所需的文體知識和方法，藉此培養學生理解文章的能力 

（黃顯華，2005；劉潔玲，2007）。此外，為了配合公開考試模式的轉變，近年香港

教育局為中文科教師舉辦了很多培訓課程，介紹了祝新華（2004）所提出的六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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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題型：複述、詮釋、組織、伸展、評價和創意，現時不少香港教師都會根據這 

六種題型設計校內閱讀測驗試卷。總結以上提到香港中文科在閱讀教學和考核重點的

改變，與 PISA 對閱讀歷程的分類相近。比較 PISA 2000+ 和 PISA 2009 的結果，香港

學生進步最明顯的是理解層次的能力，而他們在反思評價題的得分則比大部分國家或

地區更為優勝，反映出現行課程着重能力培訓的取向有利提升學生較高層次的理解和

評價能力。 

除了閱讀卷的考核有重大轉變之外，課程改革後中文科的公開考試還加入了一份

全新的考卷─綜合卷，該卷同時考核學生的閱讀、聆聽和寫作能力，所選閱讀材料

打破以往中文科慣例，不以經典或文學作品為考材，改以生活化的閱讀材料設題； 

考材包括連續和非連續文本，學生要按題目要求以某一特定目的同時閱讀多篇不同類

型的材料，然後對材料中的訊息加以篩選、組織，並加入個人看法引申和應用資料，

以完成一篇實用寫作，其閱讀材料的設計理念跟 PISA 的混合文本和多元文化相似。 

事實上，傳統閱讀教學多以文學作品為主，但近年隨着社會發展需要，愈來愈多學者

提出學生需要同時掌握處理日常資訊的功能性閱讀能力（Ellsworth, Hedley, & Baratta, 

1994; Mikulecky & Drew, 1996; Tompkins, 2003），PISA 對閱讀素養的定義和所選用的

文本類型，明顯偏重學生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實際應用能力，文學作品只佔 PISA 試卷

很小的比例。文學性閱讀和功能性閱讀的取向頗為不同，前者着重對作品字詞、內容

和作法進行準確和深入的賞析，後者着重按實際閱讀目的對資訊作出篩選、組織和 

應用，這正正是香港綜合卷所考核的能力。香港學生在最近三屆 PISA 的閱讀評估都有

優秀表現，而且成績比一向文學閱讀風氣濃厚的台灣更為理想，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

近年綜合卷的訓練令香港學生更有效掌握 PISA 所考核的功能性閱讀能力。 

除了課堂內的教學之外，香港教育局將「從閱讀中學習」列為課程改革四個關鍵

項目之一（課程發展議會，2001b），增加了投放在推廣課外閱讀的資源，使學校可 

增購課外圖書和電子書，又舉辦了不少計劃和活動推廣閱讀風氣。此外，中文科的 

公開試自課程改革後加入了校本評核，其中一個主要評核項目是閱讀活動，自校本 

評核實施後，學校和學生都明顯提高了對課外閱讀的重視。從 PISA 2009 的問卷調查

結果可見，香港學生的閱讀時間和閱讀樂趣指標都比 PISA 2000+ 時有顯著提升，反映

出除了傳統文化因素令香港學生大多抱正面學習動機外，現行課程加強了對課外閱讀

的重視有助進一步改善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興趣。統計結果顯示，香港學生的閱讀興趣

與閱讀表現的關係最為密切，由此推論香港學生增加了閱讀時間和興趣是他們在最近

三屆 PISA 閱讀表現有明顯進步的其一個重要原因。 

從歷屆 PISA 的結果檢討現行中文科課程與閱讀教學的不足 

雖然香港學生在歷屆 PISA 的閱讀表現良好，而且近年的整體成績更有明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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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檢視學生在閱讀分項的得分，可以看到他們閱讀非連續文本的能力較閱讀連續 

文本為弱，而且跟其他高分地區比較，香港學生在非連續文本的分數亦較為落後。 

這情況跟香港學生較少閱讀非連續文本有關。其實綜觀 PISA 2009 的學生問卷結果，

香港、上海、台北和澳門四個華人地區在為學習而閱讀的文學閱讀活動指標都非常 

高，相反閱讀非連續文本的指標卻很低，這跟華人地區的閱讀教學觀念和設置有密切

關係。PISA 本身是跨學科的閱讀評估，當中包括大量非語文科的閱讀材料，但香港和 

其他華人地區的學科分界一向壁壘分明，傳統上視閱讀教學為屬於語文科的範疇， 

雖然上文指出，香港現行的中文科課程開放了教材，課文不再局限於經典文學作品，

加上綜合卷包含了連續和非連續文本的日常資訊，已經比過往提高了對非連續文本的

重視，但始終中文科偏重的是文學閱讀，教師花在指導學生閱讀非連續文本的時間 

不會多。相反，其他學科雖然經常有非連續文本的學習材料，但非語文科教師一般只

注重本科知識的教學，不會教導學生閱讀的方法。除了課堂學習之外，香港學生亦較

少會為興趣而閱讀非小說類書籍，這情況由 PISA 2000+ 到 PISA 2009 一直未有改善，

反映出圖書館推動學生在課外閱讀非文學類書籍的力度仍然不足。學生缺乏學習和 

閱讀非連續文本的機會，是令他們在這類文本表現較為遜色的主要原因，要改善這個

問題，可從三方面着手：第一，中文科教師可以在進行綜合能力訓練時特別加強教授

學生閱讀非連續文本的方法；第二，圖書館應加強向學生推介合適的非文學類書籍，

以擴闊學生課外閱讀的種類；第三，學校應該有計劃以跨學科的形式培養學生閱讀 

不同科目資料的能力，落實新課程「從閱讀中學習」的理念（課程發展議會，2001b），

對中學生來說，掌握從閱讀中學習的能力對幫助他們應付學習和日後工作需要十分 

重要，這亦是 PISA 閱讀評估的主要目的。 

上文提到無論是自主學習理論抑或閱讀參與模型都強調動機、策略運用和後設 

認知三項元素對學習的重要性（Guthrie & Wigfield, 2000; Paris & Paris, 2001; Pintrich, 

2000; Pintrich & Zusho, 2002），PISA 2009 的問卷結果顯示，香港和其他華人地區學生

最大的優點是有良好的閱讀動機，但在策略運用和後設認知方面卻明顯落後於國際 

水平。其實，儒家重視知識承傳的傳統文化對學生的學習有利有弊，其中經常為人 

詬病的一個問題就是過分強調對知識的背誦，不懂得靈活運用策略進行學習（D. Y. F. 

Ho, 1994; D. Y. F. Ho et al., 2001; E. S. C. Ho, 2009）。加上傳統中文科的閱讀教學以 

講解範文和灌輸知識為主，以往香港教師極少直接教授學生閱讀策略，亦沒有策略 

教學的概念（劉潔玲，2001；黎歐陽汝穎，1995）。雖然現行課程已將閱讀策略列入

學習重點（課程發展議會，2001a），比較 PISA 2009 和 PISA 2000+的策略運用指標，

香港學生在三項策略的使用經常性都增加了，但除了記憶策略之外，其餘兩項策略的

使用和兩個後設認知指標均低於國際水平，反映出在實際教學層面上，策略教學並未

受到重視，現時香港學生仍然依賴背誦進行學習，對各類有效促進理解的策略並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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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過去大量研究支持策略教學有助改善學生閱讀能力（例如林清山、程炳林，1995；

陳李綢，1995；Palincsar & Brown, 1984; Pressley, Schuder, Bergman, & El-Dinary, 1992），

PISA 2009 的研究結果亦顯示香港學生的控制策略和兩項後設認知指標跟他們的閱讀

表現有顯著的正面關係，因此要進一步改善香港學生的閱讀能力，可以從加強中文科

的策略教學着手。研究發現香港教師較少施行策略教學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這方面的 

認識，由於現行課程強調能力導向，如果有校外專家支援，香港教師其實並不抗拒 

施行策略教學（劉潔玲、陳維鄂，2003；Lau, 2013），因此未來可從加強教師培訓和

支援入手，藉此協助教師將策略教學融入課堂教學之內。 

除了缺乏直接的策略教學之外，香港學生在策略運用和後設認知能力方面落後於

國際水平，跟傳統華人的課堂教學環境亦有一定關係。以往中、西方的研究均發現，

多元化和生活化的課業、教師和同儕的支持、為學生提供適量的自由和參與評估的 

機會等，有助促進學生的閱讀動機、策略運用和後設認知（Housand & Reis, 2008; Lau, 

2012; Law et al., 2008; Lombaerts et al., 2009; Perry, 1998; Pintrich et al., 1994; Pintrich & 

Zusho, 2002; Turner, 1995; L. J. Zhang & Wu, 2009），PISA 2009 的研究結果亦顯示 

多項課堂教學指標與幾項學生學習的指標均有顯著關係，因此要進一步改善學生的 

閱讀素養，便需要有適當的課堂環境配合。PISA 2009 的三項閱讀課堂環境指標顯示，

香港學生普遍滿意課堂秩序，但教師在激勵學生參與和支持學生學習上卻落後於國際

水平，其他三個華人地區亦有類似情況。傳統華人課堂在儒家尊師重道的思想影響下

多採取教師主導的教學模式，形成學生被動和依賴的學習態度（Gow, Balla, Kember, & 

Hau, 1996; D. Y. F. Ho, 1994; D. Y. F. Ho et al., 2001），現行課程將「以學生為主體」

列為第一項教學原則（課程發展議會，2001a，頁 5），建議教師營造開放的學習氣氛

和生活化的情境，啟發和引導學生思考，課程改革後一些探討香港中文科教學現況的

研究發現，雖然有不少中文科教師在課堂上增加了學生的參與，但基於教師固有的 

教學觀念、教學時間不足和學生被動等問題，傳統以教師為主導的講述和提問方式 

依然是教師最常用的教學策略，學生在課堂上依賴教師引導的情況仍很普遍（大埔區

中學校長會，2003；黃顯華，2005；劉潔玲，2007；Lau, 2012），PISA 2009 的問卷

結果同樣引證了課程改革之後香港的閱讀課堂在激發學生參與和支持學生學習上仍 

不足夠，學生缺乏自主學習的機會可能是導致他們後設認知能力不高的原因。其實，

良好的課堂秩序以及教師善於運用講解和提問引導學生學習，都是華人課堂值得繼續

保留的優良傳統，關鍵是如何善用這些已有優勢，參考以上有效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

課堂環境特點，通過教師講解和引導幫助學生掌握學會學習的方法，並提供足夠的 

機會使學生參與和應用所學知識，培養學生成為自主的閱讀者，而非只是要求學生 

被動地死記硬背和操練練習，這是香港語文教育工作者在未來需要努力探索的方向。 

除了以上提及香港整體學生的問題之外，PISA 的研究結果還反映了香港在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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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差異上的一些不足之處。就性別差異的問題來說，香港男生在多屆 PISA 均落後 

於女生，並未有隨着課程改革的推行而有明顯改善。從 PISA 2009 的結果可以看到，

香港的男生在閱讀非連續文本和檢索層次的閱讀能力上跟女生的差距較小，他們的 

網上閱讀活動指標更比女生為高，男、女生最大的差異是閱讀連續文本和高層次的 

反思能力。從學生問卷的結果來看，男生的問題很可能源於欠缺閱讀動機和不懂得 

運用有效策略，以致看到較長的篇章及需要思考的題目便很容易放棄。上文指出香港

中文科的閱讀教學一向以文學閱讀為主，這正是男生最弱的文本類型，如果加上教師

主要採取單向講述的教學模式，就更難引起男生的閱讀興趣。過去的研究顯示，閱讀

能力較弱的學生常會陷於欠缺動機和成績落後的惡性循環（Borkowski & Muthukrishna, 

1992; Shell et al., 1995），為了避免這個問題，建議教師可先由動機入手，例如配合 

課文加入男生較容易閱讀的非連續文本作輔助教材，多選擇男生感興趣的閱讀材料，

加入課外的網上閱讀活動，採取有趣的討論活動鼓勵男生多對閱讀材料進行反思和 

評價等，當男生不再抗拒閱讀後，再配合閱讀策略教學，幫助他們掌握具體的閱讀 

方法，便可同時改善男生的閱讀動機和能力。 

至於另一個個別差異的問題，是香港最高能力的學生比例不足，而能力最弱的 

學生在近年則沒有明顯的進步。香港教師習慣採用大班教學的模式（Galton & Pell, 

2012），很多學校只會以課後班的形式施行拔尖補底的教學，而且拔尖班或專為資優

學生而設的課程甚少針對閱讀範圍，補底班則多集中字詞鞏固或操練基礎練習，未必

能提高學生理解、綜合、反思和評價等 PISA 重視的高層次閱讀能力。近年教育局加強

了對照顧個別差異的關注，鼓勵學校在課堂內多採取照顧不同能力學生需要的教學 

策略，但有學者指出很多香港教師欠缺這方面的專業知識（Lo, Pong, & Chik, 2005）。

從歷屆 PISA 的研究結果來看，香港以往並未能有效針對能力最高和最低學生的需要 

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建議政府可從增加資源和教師培訓兩方面着手，使學校有更多

資源加強拔尖補底班在閱讀範疇的教學，並減少每班學生上中文課的人數，再以培訓

課程和專業支援的方式，協助教師掌握有效照顧個別差異的教學策略，因應不同能力

學生的需要靈活調校閱讀教學的內容、深度和方式，幫助不同能力的學生從課堂學習

中有所進步。 

總 結 

近年愈來愈多華人地區加入 PISA 的研究項目，華人學生在 PISA 的出色表現引起

不少關注和討論。香港是首個加入 PISA 的華人地區，一直以來，香港的 PISA 研究 

團隊都將 PISA 定位為低風險的評估項目，香港的中學普遍不會為學生操練 PISA 試 

卷，因此 PISA 的研究結果應可較為客觀反映近十年香港學生在閱讀素養和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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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以作檢視和優化現行課程和閱讀教學的重要參考。總結而言，香港學生在 

歷屆 PISA 的閱讀評估結果，一方面肯定了儒家文化和傳統中文科閱讀教學模式對 

學生學習態度和閱讀能力發展的正面作用，而課程改革後中文科加強了能力培訓和 

對課外閱讀的重視更有助進一步提升學生的閱讀表現；另一方面 PISA 的結果亦揭示 

了香港一直忽略了策略教學和非文學作品的閱讀教學，而且課堂教學模式仍偏重教師

主導，不利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亦未有特別照顧男生以及能力最高和最弱學生

在閱讀能力發展的需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PISA 是大型國際研究，可以提供嚴謹和全面的數據，使 

香港的語文教育工作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反思過去的課程和教學有哪些優點值得 

保留，又有哪些地方可作改善，以便思考如何兼取傳統閱讀教學和西方閱讀觀點的 

精華，更全面發展學生的閱讀素養。不過，本文無意將 PISA 對閱讀素養的看法和評估

奉為絕對和唯一的指標，事實上 PISA 跟中文科的閱讀觀念並不完全相同，除了 PISA

的測量結果之外，香港的語文學者還可從其他不同角度探討現行課程和閱讀教學的 

優劣。最後必須要強調的是，PISA 收集的只是相關性的數據，文中提及的個人和教學

因素跟學生的閱讀表現並不必然是因果關係，而且課程改革不屬 PISA 的研究範圍，

PISA 問卷收集到有關教學的數據並不多，本文提及香港學生在歷屆 PISA 的表現與 

中文科課程改革的關係只屬推論，有關的分析尚待未來研究驗證。 

註 釋 

1. PISA 第一屆測試在 2000 年舉行時，參與國家均為 OECD 成員國，其後 OECD 在 2002
年再舉行了一次 PISA 2000+，邀請了 OECD 成員國以外的 11 個國家或地區參加， 
香港在這年加入。 

2. 因 OECD 的報告並未分別列出不同性別學生在課堂環境各測量項目的平均指標，因此

本文只針對學生個人因素作性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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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past PISA cycl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Hong Kong students’ reading literacy,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and instructiona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ir reading literacy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Hong Kong students 
obtained an overall strong performance on the reading assessment of all PISA cycles. Obvious 
improvements were observed since PISA 2006. Among the three reading processes, Hong Kong 
students were relatively good at reflecting and evaluating, and obtained the largest improvement 
in integr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y performed much better on continuous texts than on 
non-continuous texts. Among various personal and instructional factors, it was found that Hong 
Kong students had a positive reading motivation but their strategy use and metacognition were 
unsatisfactory. While students perceived a more positive classroom disciplinary climate in their 
reading lessons and were frequently involved i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ading and text 
interpretation activities, they perceived a lower degree of teacher stimulation and scaffolding 
and had fewer chances to learn non-continuous texts compared with the OECD average. The 
findings of PISA are discussed in the ligh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factors and recent curriculum 
reform in Hong Kong. On the one hand,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Chinese reading instruction on student learning. The 
emphasis of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in curriculum reform has further 
enhanced their reading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sufficient 
strategy instruction and teaching on non-literature reading, and the teacher-centered approach 
of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may hinder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Moreover, the needs of high achievers and weak students are not catered well in current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Suggestions for language educators to further improve Hong Kong 
students’ reading literacy are discussed. 

Keywords: PISA; reading literacy;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reading instruction 


